









语言具有两大功能 :一是交流的工具 ,二是文化的象征。“交流的工具 ”指语言在人们生
活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,即语言是人们相互进行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的工具 ,这是语言最根本的





语”或非正式的“族际共同语”, ③这是各族群相互交流的客观需要。费舍曼 ( J. A. Fishman)认
为 ,在多语言国家里 ,“为了避免现有的主要语言之间为了争取地位而长久斗争 ,通常选择一
种具有国际通用地位的外国语言作为全国性法定或实质的官方语言 ”。④ 斯都沃特
(W. Stewart)指出 ,多元语言社会在建国过程中所采取的语言政策不外乎两种 : 第一种 ,以法
律和教育等方式消除其他语言 ,独尊一种语言为国语 ; 第二种 ,承认并保留若干主要语言 ,而
选择其中一种或若干种为官方语言 ,并作为国内不同群体间沟通时使用的语言。⑤ 贝克查斯
(Bacchus)于 1989年提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讨论语言政策 ,该框架包括五种模式 : 同化主
义模式、文化中心主义模式、文化整合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式、复性社会模式、多元文化主义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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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有两大方面 : 一是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决定了语言政策制订者要选择两种语言 (母语 +共同
语 )来实施学校教育 ,以显示平等对待国内四大语言 (英语、华语、马来语和泰米尔语 )。也就
是说 ,学生必须学习、使用两种语言 : 一种是母语 ,各民族都有权利学习、使用母语 ; 另一种是
共同语 ,帮助跨民族交流、沟通。二是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也不排斥双语教育政策对待两种语言
在功能上存在区别 ,即不是平衡地强调两种语言的功能。①
独立前 ,新加坡人的母语及社会用语种类繁多。据 1957年人口普查统计 ,新加坡的母语
群体有 25个之多 , ②因此 ,新加坡素有“种族博览会”和“语言 (方言 )博览会”之称。在教育方
面 ,各种语言学校林立 ,各族学生之间很难通过语言进行沟通。从新加坡开埠到建国的 100多
年里 ,仅华人社会的家庭用语 (方言 )就有 12种之多。③
在新加坡的四大语言群体中 ,能听懂他族语言的人很少。这不仅严重影响族际交流 ,而且
各族群内部也往往因方言的阻隔而难以顺畅沟通 ,造成社会隔离、整合性偏低。在独立前 ,新
加坡各族群基本上以语言 (或方言 )为界限 ,保持着强烈的我群意识 ,根本不存在一种共同的
对新加坡有归属感的国家意识。多种族群意识的泛滥 ,极容易引发摩擦和冲突。如 20世纪初
新加坡华人社会几大方言帮派间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流血械斗 , 50—60年代爆发过几次严重




相比 ,英语是中立语言 ,不会引发三大民族之间的语言地位之争 ,更适合扮演共同语言的角色 ,
有利于国家意识的建立 ; 英国曾统治新加坡近 140年 ,英语一直是行政、法律、商业和社会活
动中的工作语言 ,已经有了一定的族际沟通和交流的基础 ; 英语是国际共同语言 ,是国际商贸
中最有效的交流工具。新加坡政府很清楚英语的政治和经济功能 ,决意把英语作为共同语言。
但英语是前殖民者的语言 ,在独立初期贸然把英语定为共同语言可能引发各民族的抵触情绪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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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演变进行探讨。
1. 第一阶段 (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 60年代末 )。在新加坡独立以前 ,殖民政府制定了
一系列政策 ,强化英语教育 ,压制当地各民族母语教育的发展 ,如 1947年的“十年教育计划 ”
和“五年教育补充计划”、1950年的“学校注册法令 ”、1953年的“两种语文教育政策白皮书 ”
等 , ①企图消灭母语教育 ,使英语“独霸天下 ”。但殖民者的这种完全不顾各民族对母语的感
情依附而一意孤行的做法非常不得民心。
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 ,政府为了扭转政治形势不稳、种族隔阂严重的局面和大力发展经
济 ,确立了“突出英语 ,保留母语”的双语教育政策 ,但如何保留母语和保留到什么程度则很难
把握。若对母语过于重视 ,就没法突出英语 ,也就不利于新加坡国家意识的统一 ; 若对母语过
于压制 ,母语则可能走向衰亡 ,从而失去民族文化的“根 ”。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认为 ,只要
能将母语保留在适当的程度上 ,将来有机会发展时 ,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。② 因此 ,新加
坡政府对各民族母语的定位是保持其基本运用 (主要是听、说 )的能力。现在看来 ,新加坡政




我们讲马、华、泰米尔语 ,在国际上就难以谋生。而且 ,把英语作为共同语言 ,三大民族语言都
不存在独自的优势。但是 ,各大民族现在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现实中都离不开母语 ,突然规
定所有人都必须学习英语就会太敏感而导致可怕的后果。所以 ,我们保留四大官方语言———
英、华、马、泰米尔语。”③李光耀的讲话主要表明了两点 : 一是为了经济的发展 ,新加坡必须确
立英语为工作语言和国家共同语言 ; 二是考虑到各民族对母语的感情 ,对确立英语为国家共
同语言之事不能操之过急。
新加坡政府明智地采取渐进式方式推行双语教育政策 ,逐步加强英语教育、淡化母语教
育。允许英语学校和各民族母语学校并存 ,也为各民族母语学校提供经费 ; 在英语学校开设
各民族母语课 ,也在各民族母语学校开设英语课。双语教育政策在重视英语教育的同时 ,为母
语教育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,照顾了各民族对本族文化的感情性依附 ,因而得以较顺利地推行。
2. 第二阶段 (20世纪 60年代末至 80年代末 )。在这一阶段 ,新加坡政府把出口贸易和
工业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心 ,加大了推行双语教育政策的力度 ,但尤其重视英语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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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。这样 ,母语学校就迅速走向衰亡。1975年泰米尔语学校便无人报读 ; 1978年马来语学校
招不到新生 ; 华语学校新生占各类学校新生总人数的比例也快速下降 , 1959年为 45. 9% ,
1979年为 9% , 1983年不到 2% , 1984年为 0. 7%。① 1979年 1月 ,新加坡政府开始实行“浸濡
计划”,让华语中学的学生到英语学校学习 ,以提高他们的英文水平。那些无法适应这种转变
的学生 ,中学毕业后就升学无门了。② 同年 ,新加坡的“新教育体制 ”规定 : 小学阶段的双语普
通班、双语延长班、单语班和中学阶段的特别双语课程、快捷双语课程、普通双语课程都把英语
作为第一教学语言 ;《吴庆瑞教育报告书》规定保留 9间华语中学为特选中学 (华语和英语并
重 ) ,其余学校自 1980年起都改为英语为第一教学语言、母语为第二教学语言的学校。③ 到
1984年 ,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共同语言。④
再次 ,英语好意味着前途好。在新加坡的四大语言中 ,英语的经济价值始终处于第一位 ,
接受过英语教育的人能够得到优先升大学和就业的机会 ; 而且英语一直是殖民政府和新加坡
政府的工作语言 ,是通往上层社会的“阶梯 ”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早在 1963年的教育报告书
中就写道 :“新加坡大学、工艺学院和教师培训学院等高等学府仅录取有英文证书的中学毕业





获得优先机会和更大实惠 ; 另一方面极力淡化但没有切断人民对母语的感情性依附 ,满足了





3. 第三阶段 (20世纪 90年代至新世纪初 )。在此阶段 ,新加坡政治稳定、经济发达 ,政府
提出了加强国际化的战略。现任新加坡政府总理的李显龙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就提出 ,新加
坡经济应该而且必须扩大与外在世界挂钩 ,争取更多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地区营业总部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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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还要求实行语言标准化 ,要与国际接轨 ,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语言的国际交流作用。多年
来 ,英语被新加坡各语言群体广泛用作交流工具 ,起到了“族际共同语言”、“国家共同语言 ”的
作用 ,但在此过程中形成了“地方变体英语 ”,明显带有华语、马来语、泰米尔语的痕迹。虽然
这种“地方变体英语”在新加坡社会、学校和家庭中都能“通用 ”,但新加坡人在进行国际交流
时发现 ,自己讲的英语正在变成“新加坡方言 ”。对此 ,李显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:“如果你讲
的英语不标准 ,满口新加坡方言味儿 ,跨国公司、银行甚至国内公司愿意聘用你吗 ?”①为了纠
正“地方变体英语”现象 ,新加坡政府于 200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年一度的大规模“讲
标准英语运动”( Speak Good English Campaign)。新加坡教育部为了促进学校师生使用标准英
语 ,对 8000名教师进行了专门培训。②“讲标准英语运动 ”的效果非常显著 ,据新加坡 2000年
人口普查统计报告 , 15岁以上居民中通晓英语者所占比例从 1990年的 63%提高到 2000年的
71%。③ 在新加坡 ,把英语作为家庭用语的人也越来越多 ,而且年级越低的学生 ,在家讲英语




坡政府意识到有理由深化“讲标准华语 (即中国普通话 )运动 ”( Speak Mandarin Campaign)。
新加坡的“讲标准华语运动”于 1979年兴起 ,其标准和规范向中国普通话看齐 ,“简体字 ”、“汉
语拼音”也完全采用中国的标准。⑥ 新加坡开展“讲标准华语运动 ”的目的有两个 : 一是提高
新加坡人的华语水平 ,并对其进行规范 ,使中国普通话成为新加坡华人各方言群体进行沟通的
共同语言 ; 二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往来。在“讲标准华语运动 ”的影响下 ,新加坡
华人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华语。
“讲标准华语运动”的显著成就可以从新加坡有关家庭、行政和媒体用语的数据中一窥全
豹。据新加坡教育部门统计 , 1980—1989年 ,小学一年级华人学生在家中讲中国方言的比例
从 64%减至 7% ,讲普通话的比例则从 26%增至 69%。⑦ 以华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人口从
1980年的 13. 1%急速上升到 1990年的 30%。⑧ 据 1988年调查 ,华语成为大部分新加坡华人
日常赖以使用的语言 , 2 /3的华人儿童入学时就能讲流利的华语 ,大多数华人公务员能用流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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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节目占了 80%的播放时间 ; 在 2002年的新加坡广播节目收听率排行中 ,位居前三名的全是
华语节目 ; 在报纸发行量方面 ,英文和华文报纸遥遥领先。①
新加坡教育部还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新加坡人运用标准华文、华语水平的计划 ,如在
170所幼稚园开设汉语拼音课 ,在大学成立中国语言文化系和开展中华语言文化研究 ; 1999
年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地区的 12所高校签订协议 ,让中国高校为其培养华文、华语人才。②
李光耀在对推广华语运动进行总结时说 :“我国华人现在都接受华语为家庭和社交用







“顺风车”。李光耀就多次指出 ,要培养更多的双语人才 ,发展和加深同中国的联系。⑤ 在实施




根据新加坡的华文新政策 ,还要在中学里针对华人学生扩大华文 B课程。⑦ 华文 B课程
是为照顾华文水平差的学生而降低要求的课程 ,政府把是否选修华文 B课程的决定权交给学
生家长和学生本人。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进行的调查显示 ,有 73%的华人中学生表示会修读华
文 ,但也有 73%的华人中学生表示不会选择华文 B课程。新加坡教育部长尚达曼认为该调查
的结果说明多数华人学生会尽自己的能力学习华文 ,这也显示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已经达
到预期的目标。⑧ 据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的报道 ,自华文新政策颁布以来 ,修读高级华文的华人
学生数量激增 , 2004年新加坡汉语水平考试的报考人数激增 11倍 ,而且新加坡的马来人也踊
跃学习华文。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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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维普资讯网站 ( http: / /www. cqvip. com)转载《中国侨网》2004年 11月 30日所刊消息。
参见维普资讯网站 ( http: / /www. cqvip. com)转载《中国侨网》2004年 6月 29日所刊消息。
由于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学习华语的措施 ,华人学生的华语水平一直保持着能
基本运用的程度 ,具有一定的基础 ,所以近年来新加坡华人的华语水平得以快速提高。根据新
加坡报业控股集团 2004年对新加坡华人进行的调查 ,有 80%的受访者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华
语 ; 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用华语与配偶或孩子交谈 ; 受访者中只有在工作场合讲英语的比例
超过讲华语的比例 , 有 59%的受访者在工作场合讲英语 , 有 35%的受访者在工作场合讲华
语。① 接受过双语教育的新加坡华人在国际劳务市场找工作时也占尽优势。一位被外国大公
司高薪聘用的新加坡人如是说 : 我们的英语水平可以跟欧、美人相比 ,我们用华语来沟通也完
全没有问题。外国老板都很清楚 ,要想打入亚洲市场 ,我们比 ABC (美籍华商 )强 ,我们身处亚
洲 ,又懂华语 ; 跟中国大陆及港、台地区的年轻人相比 ,我们的英语水平又比他们高。正因为






留母语”,避免了马来人、华人和印度人这三大民族之间的语言地位之争 ,有利于民族和谐 ; 英
语作为新加坡行政、法律、商业和社会活动中的工作语言 ,已有 140年的历史 ,“突出英语 ”有





华语运动”等。适度“保留母语 ”与极力“突出英语 ”相配合 ,实现了新加坡政府“和睦的民族











参见维普资讯网站 ( http: / /www. cqvip. com)转载《中国侨网》2004年 12月 16日所刊消息。
参见维普资讯网站 ( http: / /www. cqvip. com)转载《中国侨网》2004年 11月 30日所刊消息。
参见维普资讯网站 ( http: / /www. cqvip. com)转载《中国侨网》2004年 6月 10日所刊消息。
参见 Christine Helot, “Language Policy and the Ideology of B ilingual Education in France”, in Language Policy, No. 2, 2003,
p. 255。
